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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推
动作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重要的理论问题。利用增加值分解方法，以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ＯＥＣＤ）
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为主，综合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ＷＩＯＤ）、亚洲发展银行
（ＡＤＢ）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和ＷＩＯＤ历史投入产出数据（１９６５—２０００年），对国内国际循环创造
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并进一步研究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１９６５—２０２０年，
中国ＧＤＰ国内循环比例经历了Ｕ型变化，从改革开放前的９５％以上逐渐下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７２％左
右，近年来又稳步提升至 ８５％。二是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８１４％和
１８６％，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两者变化为６９６％和３０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进一步变化为８８０％和１２０％。近年来
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三是在后工业化大国中，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强，

使得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明显优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房地

产、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等国内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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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着眼于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

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谋划。已有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格局总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内外部

环境、发展条件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又影响和塑造着国家发展的总体态势（韩文秀，２０２１）［１］，新发展
格局是“力促改变外向型经济主导的发展格局”（黄群慧，２０２１）［２］，可概括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
能”（江小涓、孟丽君，２０２１）［３］，本质上是“独立自主、高水平开放”（陈雨露，２０２０）［４］，反映出中国开始
从战略和发展格局的层面上对国际大循环理论进行再思考（余永定，２０２１）［５］。这充分说明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关键是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上重塑国内国际循环关系。

重塑国内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必须以客观描述两者关系的历史演进、基本现状为根本前提，这对

掌握国内国际循环关系的演化规律、重塑“锚定”关系的科学方向和合理目标、找到由“此岸”达“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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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实现路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两者关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分析视角多样，涉及循环比例、

循环层次、循环稳健性、循环控制力等诸多内容（张铭慎等，２０２２）［６］。大体来看，至少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从结构性看，重点看国内和国际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这是分析两者关系的重要基础。二是

从动力性看，侧重于国内和国际循环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重，为深化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提供增

量和动态视角。三是从层次性看，聚焦于国内和国际循环在提升循环层次中的功能，这是优化两者关

系的重点。四是从主导性看，着眼于国内和国际循环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稳健性和控制力，这是重塑

两者关系的目标。目前多数研究都聚焦于结构性层面，主要是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利用国际投入产

出分析工具从国内与国际循环在经济中的占比揭示国内与国际循环的关系（黄群慧、倪红福，２０２１；陈
昌兵，２０２１；杨盼盼、崔晓敏，２０２１；陆江源，２０２０）［７～１０］，这为更客观地认识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演进、深
化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结构比例是多种环境因素、经济条件和动力机制共同

作用的结果，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两者关系的分析，结构比例就难以满足需要。因此，从结构性层面

向其他层面拓展，从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构成了本文的逻辑起点和

边际贡献，这有利于将循环与经济增长予以充分联系，提供一个基于循环的动态分析视角，克服目前

静态分析国内国际循环在当年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局限。

历史经验表明，国内国际循环在不同阶段牵引大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如果仅从结构比例的静态视角看难以得到充分洞察。一方面，从全球增长看，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全球化加速带来的庞大贸易增量为全球经济注入了强大增长动能。另一方面，从大
国增长看，不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还是日本应对日美摩擦带来的创新立国，都表

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循环关系出现的边际改变会对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产生重要影

响，甚至超出循环关系的存量结构。当前，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正加快从工业化后期迈向后工业化阶段，极有可能面临后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需求不足、供

给相对过剩问题，从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演进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

中更好发掘经济增长动力。

二、文献综述

对国内与国际循环的关系的客观定量描述分析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

内和国际循环的静态比例关系，对国内和国际循环的动力结构，即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的研

究偏少，这也为本文研究留下了空间。

近年来学术界定量研究国内国际循环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且主要集中于内外循环比例

关系的静态对比。一是从总量贸易角度度量外循环。如江小涓、孟丽君（２０２１）［３］利用传统的贸
易统计数据从中间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

等四个方面定义并测度了中国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外循环地位。但随着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不

断深化，大规模的中间品贸易使得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很难对双循环进行准确的测度。二是利

用国际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分解角度研究内外循环比例结构。近年来涌现了大量基于全球投入

产出模型的增加值分解方法，为国内国际循环比例测算奠定了理论方法基础，其中比较有代表

性的如 Ｊｏｈｎｓｏｎ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２０１２）［１１］、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０１４）［１２］、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３，２０１７）［１３］［１４］、倪红
福等（２０１６）［１５］的研究。在这些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开始对增加值进行分解，区分并测度国内
和国际循环，陆江源（２０２０）［１０］较早地利用ＯＥＣＤ国际投入产出表对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ＧＤＰ国内和
国际循环进行了分解。黄群慧、倪红福（２０２１）［７］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国际循环将 ＧＤＰ分解
为四项，即国内最终品生产的国内简单循环的直接增加、国内最终品生产的国内复杂循环的间

接增加、国际最终品生产的简单国际循环的增加值和国际最终品生产的国际复杂循环的增加

值，并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进行了实证测算分析和跨国比较研究。陈昌兵
（２０２１）［８］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测算进口和出口对中国 ＧＤ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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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陆江源等（２０２２）［１６］进一步利用最新的 ＡＤＢ投入产出表数据，分解了中国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国内国际循环比例，并分析了２０２０年疫情冲击对内外循环的结构性影响。总的来看，静态地
分解国内国际循环对 ＧＤＰ的某一年的贡献，研究已较为丰富和成熟。

但内外循环比例关系的静态研究在学术和政策实践层面存在局限性。首先，内外循环的高低因

国家自身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而异，对循环应该处于何种水平、发挥多大作用缺乏客观的科学标准，

很难在学术层面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才是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

考察“双循环”视角下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有助于打通“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这两个不同分析维

度之间的联系渠道，提供一个基于循环分解的动态分析视角，克服静态分析内外循环比例的局限。但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匮乏。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１７］较早地从供给端的要素投入角
度考察了经济增长。之后有许多研究对索洛的方法做了改进，使用增长核算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增长

问题的代表性文献有张军、施少华（２００３）［１８］、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５）［１９］、王小鲁等（２００９）［２０］和中国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２１］［２２］等。陆江源等（２０１８）［２３］则从供给端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角度
研究经济增长。但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仅从供给端对增长进行核算已无法满足经济实践的需要，同

时也无法区分和比较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总体而言，现有对于国内国际循环测算和增长核算的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现有的文献多

是分解测算单一年份ＧＤＰ中的内外循环比例，很少有文献基于增长视角深入分析内外循环对一国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寻找内外循环中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行业。第二，从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来

源分解不够。现有研究多数是从长期增长框架出发，估算潜在经济增长。这种分析对于需求不足和

短期分析情形略显不足。第三，现有文献在测度和分析双循环时，更多地是从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考

察各类经济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少有文献从长期的动态视角考察双循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

及探讨双循环的国际经验。一些研究采用 ２版本的 ＷＩＯＤ（全球投入产出表），该数据的样本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无法充分分析２０１２年来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现状。

陆江源等（２０２２）［１６］在国内国际循环增加值分解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双循环”的测度方
法，并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结果更加客观、充分地评价了国内国际循环的不同支撑作用。相对

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本文将“双循环”与经济增长予以充分联系，并测度内循环、

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考察国际经验；第二，不同于供给端要素投入的增长核算，本文集

中考察需求引致的增加值创造过程，在分解国内国际循环增加值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国内和国际不同

需求的长期拉动作用；第三，使用更长时期和更多国际权威机构①发布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

实证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内外经济循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同

版本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在检验测算结果稳健性的同时，也使内外循环测度的分阶段比较研

究成为可能。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一）国内国际循环比例的测算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贸易增加值来源分解和增加值贸易核算的文献较

多，如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０１４）［１２］，王直等（２０１５）［２４］和倪红福等（２０１６）［１５］的研究。本文以王直等
（２０１５）［２４］出口增加值分解方法为基础，进一步完善陆江源（２０２０）［１０］对一国增加值（ＧＤＰ）的分解方
法。为了直观地理解ＧＤＰ分解模型，本文将多国、多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合并成两国、单部门的投
入产出表（见表１）。

表１中，元素ＭＨＨ、ＭＨＦ、ＭＦＨ、ＭＦＦ是中间产品贸易流矩阵，其中 ＭＨＨ表示本国使用本国的中间产
品，ＭＨＦ表示外国向本国出口的中间产品，ＭＦＨ表示本国向外国出口的中间产品，ＭＦＦ表示外国使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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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括２０２１年版亚洲发展银行（ＡＤＢ）国家间投入产出表、ＯＥＣＤ２０２１年的跨国投入产出表（ＩＣＩＯ）、２０１６年版的
ＷＩＯＤ数据以及２０２１年版的时间跨度更长的ＷＩＯＤ数据。



国的中间产品。元素ＹＨＨ、ＹＨＦ、ＹＦＨ、ＹＦＦ代表最终产品需求，其中 ＹＨＨ表示本国使用本国的最终产品，
ＹＨＦ表示外国向本国出口的最终产品，ＹＦＨ表示本国向外国出口的最终产品，ＹＦＦ表示外国使用外国的最
终产品。元素ＱＨ、ＱＦ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部门总产出；ＶＡＨ是本国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来源于本
国和外国产业部门的增加值，ＶＡＦ是外国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来源于本国和外国产业部门的增加值。

表１　归并后的两国投入产出表

国家
中间使用 最终需求

本国（Ｈ） 外国（Ｆ） 本国（Ｈ） 外国（Ｆ）
总产出

中间投入
本国（Ｈ） ＭＨＨ ＭＦＨ ＹＨＨ ＹＦＨ ＱＨ

外国（Ｆ） ＭＨＦ ＭＦＦ ＹＨＦ ＹＦＦ ＱＦ

增加值 ＶＡＨ ＶＡＦ

总投入 ＱＨ′ ＱＦ′

投入产出关系中，总投入转化为了中间品产出和最终需求，投入产出表中的总产出平衡方程可表

示为：

Ｑ＝Ｍ＋Ｙ＝ＡＱ＋Ｙ （１）
其中，Ｑ表示总产出，Ｙ表示最终产品需求，Ａ表示直接消耗矩阵。中间品贸易流Ｍ＝ＡＱ，对式（１）移项
可得：

Ｑ＝（Ｉ－Ａ）－１Ｙ＝ＢＹ （２）
其中，Ｂ＝（Ｉ－Ａ）－１为列昂惕夫逆矩阵，表示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所需的直接和间接投入价值。增加
值除以总产出得到增加值系数矩阵①，然后左乘以式（２）可以得到本国增加值。

（ＶＨ）的分解：

ＶＨ ＝Ｖ^ＨＱ＝Ｖ^ＨＢＹ （３）
在国际投入产出表的结构中，最终需求可以分解为４个主要部分，分别为 ＹＨＨ、ＹＦＨ、ＹＨＦ和 ＹＦＦ。因

此，从最终需求引致增加值创造的角度，增加值可以进行如下分解：

　ＶＨ ＝Ｖ^ＨＢＹ{ ＨＨ
ＶＨＨ

＋Ｖ^ＨＢＹ{ ＦＨ
ＶＦＨ

＋Ｖ^ＨＢＹ{ ＨＦ
ＶＨＦ

＋Ｖ^ＨＢＹ{ ＦＦ
ＶＦＦ

其中，Ｙ＝ＹＨＨ＋ＹＦＨ＋ＹＨＦ＋ＹＦＦ。ＹＨＨ对应的ＶＨＨ内涵很明确，就是满足国内需求的国内增加值部分。ＹＦＨ
对应的ＶＦＨ也较为明确，即满足外国需求的国内增加值部分，属于国际循环。ＹＨＦ表示进口外国最终品
用于满足本国需求，但同样可以分解出本国增加值 ＶＨＦ，这部分就是本国中间品投入到外国最终品并
最终进口到本国的增加值，属于复杂的国际循环。同样ＹＦＦ对应的ＶＦＦ就是本国中间品投入到外国最终
品并满足外国需求的增加值，也属于复杂国际循环。由此，ＶＦＨ、ＶＨＦ、ＶＦＦ都属于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
值。但ＶＨＨ仍有待进一步分解。

ＡＨ是本国内循环中间投入系数的对角分块矩阵，表示生产一单位产出时需要来自本国中间品的
价值，进一步得到只包含本国投入产出关系的修正间接消耗系数矩阵ＢＨ，从而将公式进一步修正为：

　Ｖ
～

ＨＨ ＝Ｖ^Ｈ（１－ＡＨ）
－１ＹＨＨ ＝Ｖ^ＨＢＨＹＨＨ

Ｖ
～

ＨＨ是只通过本国投入产出关系满足本国最终需求的国内增加值，可以理解为纯国内循环创造的

增加值部分。ＶＨＨ－Ｖ
～

ＨＨ、ＶＦＨ、ＶＨＦ、ＶＦＦ的总和就是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部分。特别地，还可以进一步将
ＹＨＨ分解为纯国内消费Ｃ和纯国内投资Ｉ，从而分解出不同纯国内消费和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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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表示增加值系数矩阵。



（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分解方法

第一步，在对国内和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的基础上，将各增加值通过各年平均汇率换算成本国货

币计价。由于国际投入产出均以现价美元计算，如果以美元计价计算各年增加值增长，将会因每年汇

率的变动而产生较大的误差，比如某年本国增加值增长１０％，汇率也增长了１０％，那么以美元计价的
增加值就增长了２０％，同时国内循环没有增长，国际循环的增长贡献就会被过高估计。

第二步，将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增加值除以各年 ＧＤＰ平减指数得到不变价增加值，进行年份差值
得到增量，从而得到国内和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三步，进一步分解得到各行业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数据来源说明

目前应用较多的国际投入产出表主要包括２０１４年版的ＷＩＯＤ（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６
年版的ＷＩＯ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ＯＥＣＤ的２０２１年版（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ＡＤＢ的２０２１年版（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２０２０年）。特别地，ＷＩＯＤ在２０２１年发布了包括２３个经济体、２４个行业的历史国际投入产出表，时间
跨度为１９６５—２０００年。

本文在计算国内国际循环增加值比例时，对上述各类国际投入产出表都进行了测算，并进行了比

较。在计算增长贡献时，考虑到ＯＥＣＤ的２０２１年表格时间跨度较长，具有６６个经济体和４５个行业分
类，因此主要采用该表格进行测算，同时利用ＷＩＯＤ和ＡＤＢ数据对测算结果进行了检验。

四、国内国际循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

（一）国内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的比例结构

各类数据库的测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国内国际循环的比例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通过利用

ＷＩＯＤ历史数据、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版的ＷＩＯＤ数据、ＯＥＣＤ版本和ＡＤＢ版本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
测算得到中国１９６５—２０２０增加值国内循环比例，为了更好地观察不同的数据库的异同，本文将数据
结果放在同一图中展示（见图１）。ＷＩＯＤ数据和 ＡＤＢ数据的测算结果具有较好的重合度，在数据重
合年份（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两条线几乎重叠。ＯＥＣＤ的测算结果普遍比其他两个数据库的测算结果高出
２％，这主要是由于ＯＥＣ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将中国投入产出划分为加工贸易部分和非加工贸易部
分，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关系更为简单。而 ＷＩＯＤ和 ＡＤＢ数据并未做此类划分，加工贸易也通过全
部投入产出关系产生最终品，这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增加值可能存在高估，由此造成了ＯＥＣＤ与其他
数据库测算的差异。总体来看，各类数据库的测算结果都印证了国内循环比例 Ｕ型变化的趋势，在
２００９年等特殊年份也呈现了数据的突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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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ＧＤＰ国内循环比例（１９６５—２０２０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国内国际循环比例变化体现了内外循环关系的演进。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内循环比例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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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至９７％。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循环比例从１９７８年的９５％下降至２００１年的８３％，加入ＷＴＯ后国
际循环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国内循环比例进一步下降至２００６年的低点。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
击，２００９年国内循环比例迅速攀升，之后稳步提高，至２０２０年提升至８５％左右。

近年来中国ＧＤＰ国内循环比例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对国际大循环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强。将各
国ＧＤＰ中国内循环的部分剔除，可以计算得到各国加总的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规模，根据 ＯＥＣＤ数
据，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占全球国际循环增加值的比例从２．２５％大幅攀升至
１１．５４％，甚至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循环扩张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对国际大循环的贡献仍
在不断提升。

（二）国内国际循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

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创造增加值占比，只能衡量内外循环的静态比例关系。目前的经济增长核

算主要从供给端计算，仅从供给端计算经济增长已不能满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而需求端的“最

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无法充分衡量国际循环对增长的拉动效应，忽略了消费

和投资中的进口填补和出口拉动作用，净出口抵消了出口和进口的影响，仅考虑净出口容易极大低估

国际循环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本文依靠增加值分解的方法，根据最终需求的结构视角对国内循环和

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和测度，有效弥补了传统三驾马车测算方法的局限性。从“国内循

环”和“国际循环”支撑的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分解，也能更好地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本

文通过ＯＥＣＤ国际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到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贡献（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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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中国国内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百分点（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总的来看，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纯国内循环年均拉动经济增长７１１个百分点，其中纯国内消费拉动
４２７个百分点，纯国内投资拉动２８４个百分点，国际循环年均拉动１５８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最为稳定，方差仅为１９７，纯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差为２２６，国际循环的稳定性
较差，方差为２７３。

分阶段来看，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年均为６９７个百分点，国内循环拉动增
长贡献率年均为８１４％，国际循环拉动１６２个百分点，国际循环拉动增长贡献率年均为１８６％。加
入ＷＴＯ以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年均拉动７７２个百分点，对增长拉动的贡献率年
均为６９６％，国际循环年均拉动增长３３２个百分点，拉动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３０４％。外生冲击之
下，内循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气所在、韧性所在，２００９年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拉动高达１３０４个百
分点，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 －３６４个百分点。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国际循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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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动效应呈现整体下降态势，年均拉动经济增长１０８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年均仅为１２０％，国内循
环对经济增长年均拉动６８５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为８８０％。

为了检验测算结果的稳健性，利用２０１６年版的 ＷＩＯＤ数据和 ＡＤＢ的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国际投入产
出表数据，同样对国内国际循环拉动的经济增长进行了测算（见图３）。结果发现，ＡＤＢ数据和２０１６
年版的ＷＩＯＤ数据具有较强的重合度，与ＯＥＣＤ数据在多数年份的重合度较强，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利用ＷＩＯＤ数据测算的国际循环拉动的经济增长要比ＯＥＣＤ数据分别高出０５、０８和０９个
百分点。使用不同数据进行测算必然存在结果上的差异，前面指出 ＷＩＯＤ数据可能对加工贸易的增
加值存在高估，因而在加工贸易占比较高的２００６年前后，对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评估值较高。
整体来看，不同数据库测算的２００７年以后的国内国际循环对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基本一致，具有较
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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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依托不同数据库计算的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类型国内需求和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将 ＯＥＣＤ国际投入
产出表的４５个行业按照行业特性归并成了１６个大类行业（见表２）。不同于供给端的行业分类，本文
对行业的分类主要考虑行业最终需求特性，即该行业最终需求引致增加值的水平。这１６个大类行业
基本可以分成以下部分：一是物质消耗类，包括农业和食品类、纺织服装轻工类、重化工产品类、电子

产品类、电气机械设备类、交通运输设备类；二是传统服务类，包括水电燃气类、批发零售类、交通运输

类、住宿餐饮类；三是建筑房地产类；四是技能服务业类，包括信息技术服类、金融类、人力资本积累服

务类、公共管理类和其他服务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服务参考了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

题组（２０１５）［２２］的方法，包括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服务。
上述研究表明，２００１年加入 ＷＴＯ前、加入 ＷＴＯ到全球金融危机前、全球金融危机后三个阶

段的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不同的拉动效应。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了这三个阶段国内

和国际不同需求类别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甄别拉动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扩张的主导需求

产业类别。

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国内循环牵引主导 －国际循环主导 －再到国内循环主导的
Ｕ型变化，一些行业的国内需求也经历了Ｕ型变化，但另一些行业的增长贡献却不断下降，另一些行
业显著上升，愈发表现出后工业化国家的特性。近二十多年来国内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主要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物质消耗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国内农业食品类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从１１１１％下降至７８２％，重化工产品类从１２３０％下降至１０８１％，电气机械和交通
运输设备类分别从３４４％和２７７％下降至２１９％和１７０％。尽管电子产品类和纺织服装轻工类经
历了Ｕ型变化，但金融危机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不及２００１年前的水平。二是各类技能服务需求成
为国内大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７８３％大幅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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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５２％，金融类、信息技术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提升。三是经济
增长对建筑房地产类的依赖性显著强化，建筑房地产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９６９％大幅提升至
１５０６％，而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２００９年，该比例更是高达２８１６％。四是传统服务业的增长贡献
迥异，批发零售类对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这与近年来电商经济、外卖经济等兴起、商贸物流行业的

数字化程度不断深化有关，金融危机后国内批发零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高达８６４％，同时交通运输
类、住宿餐饮类等传统服务业的增长贡献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２　不同国内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最终需求类别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农业和食品类 １１．１１０ ９．８５０ １２．４４０ ７．８２０

纺织服装轻工类 ２．５１０ １．６８０ ６．０８０ １．８１０

重化工产品类 １２．３００ １１．２２０ １５．９９０ １０．８１０

电子产品类 １．２７０ ０．４８０ ４．４５０ ０．８７０

电气机械设备类 ３．４４０ ３．４１０ ８．０４０ ２．１９０

交通运输设备类 ２．７７０ １．８９０ ３．７２０ １．７００

水电燃气类 ３．３８０ ２．２５０ ３．４００ ２．６９０

批发零售类 ６．８４０ ４．８９０ １３．４００ ８．６４０

交通运输类 ６．２７０ ２．４９０ ５．１６０ ３．４２０

住宿餐饮类 ２．３２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３０ １．６１０

信息技术服务类 ２．２７０ ２．０２０ ２．３９０ ２．９９０

建筑房地产类 ９．６９０ １０．８２０ ２８．１６０ １５．０６０

金融类 ３．４７０ ４．０８０ １２．７７０ ８．０７０

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 ７．８３０ ６．８９０ １３．７８０ １３．５２０

公共管理类 ４．２９０ ４．４３０ ４．９８０ ５．０３０

其他服务类 １．６１０ １．３３０ ２．１１０ １．７８０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由此可见，在中国国内大循环作用不断增强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内需的主导产业类别是以教育、

医疗等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服务和建筑房地产业，同时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也逐渐将批发

零售类和信息技术服务类塑造成内需扩张的重要产业。

从国际需求的角度看，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两个阶段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
明显差异，不同行业国际最终需求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见表３）。在国际大循环的增长拉动效应不
断加强的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物质消耗类国际需求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重化工产品类、纺织服装
类、电子产品类、电气机械设备类、批发零售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均在２％以上。而在国内大循环
增长作用强化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物质消耗类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迅速回落，上述各类外
向型程度较高的行业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均出现较大程度的降幅。同时，数字贸易、服务贸易

等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仍较为明显，信息技术服务类的国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

率从０５９％变为０５０％，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从１１２％变为０９３％，与整体国际循环的增长带动作
用相比降幅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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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国际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单位：％

最终需求类别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农业和食品类 １．５７０ ２．６４０ －３．４００ ０．８４０

纺织服装类 ２．３２０ ２．９１０ －２．２１０ ０．３２０

重化工产品类 ３．７９０ ８．０５０ －１３．８３０ ２．６２０

电子产品类 ２．５００ ２．６８０ －２．２４０ ０．７４０

电气和机械设备类 １．８５０ ２．５７０ －３．０７０ １．２３０

交通运输设备类 ０．５１０ ０．７９０ －１．２００ ０．１８０

批发零售类 ２．２５０ ３．２３０ －３．２９０ １．９９０

交通运输类 １．３９０ ２．４３０ －４．０１０ ０．７００

水电燃气类 ０．７６０ ０．９４０ －１．３６０ ０．３８０

住宿餐饮类 ０．３００ ０．４３０ －０．４８０ ０．０９０

信息技术服务类 ０．３５０ ０．５９０ －１．１００ ０．５００

建筑房地产类 ０．１９０ ０．３４０ －０．９１０ ０．２８０

金融类 ０．４３０ １．３７０ －０．８３０ ０．８９０

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 ０．５２０ １．１２０ －０．９８０ ０．９３０

公共管理类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其他服务类 ０．１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０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五、后工业化国家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

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可以实现大国内部可循环。对于经济体量较小的经济体而言，无论处于任何

发展阶段，国际市场都具有足够牵引其经济增长的国际需求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现价美元数据，美国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占世界经济比重一度高达３０％至４０％，之后不断下降但在２０２０年仍占２４７％，日
本占世界经济比重在１９９４年一度高达１７９％，中国在２０２０年占世界经济比重也达到了１７４％，相对
于庞大经济体量所需的经济增长规模，尤其是对于经济占比不断扩张的崛起大国而言，国际循环能够

支撑的经济增长是十分有限的，长足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只能依靠国内循环带动。中国即将进入

后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经济大国如何依靠内外循环带动经济增长，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面

对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方面国际上可借鉴的经验十分有限，就后工业化大国而言，只有美国、日本、

英国、法国、德国等具有借鉴性，因为一些体量较小、但发展阶段较高的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仍然可以依

靠国际循环带动。

（一）后工业化大国内外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分解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后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已较为成熟和定型，考察

这些经济体在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的经济增长绩效发现（见图４），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好于其他主要
发达国家，与其国内循环强大的牵引作用是分不开的。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期间，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
年均的拉动为２２９个百分点，国际循环拉动０１８个百分点，英国和法国国内循环年均拉动增长１７１
和１２１个百分点，国际循环拉动０４０和０４３个百分点，德国和日本更多地依靠国际循环，德国依靠国
内和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０６８和０７５个百分点，日本则分别为０１１和０６８个百分点。

·９·

　薛村，陆江源，张铭慎：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研究



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长期稳定和较高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循环拉动，而且其国内

拉动经济增长的水平甚至高于其他经济体的国内与国际循环拉动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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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主要后工业化大国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年均拉动百分点（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分阶段来看，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各国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见表４）。美国表现为国内循环拉动效应减弱，即从危机前的２７７个百分点下降至金融危机后的
１９７个百分点。英国、法国也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在国际循环牵引作用并未较大减弱的情况下，国内
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百分比均出现了大幅下降。而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际循环牵引较强的国家则

出现了反向变化，德国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从金融危机前的０４８个百分点提高至金融危机后的
１０６个百分点，日本则从－０１３个百分点提高至０６６个百分点，同时这两个国家国际循环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效应均出现了下降。

从上述样本的时间范围来看，后工业化国家中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的国家比更多依靠国际循环

的国家具有更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表现。但在后危机时代，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不

断下降，外向型国家在国际循环牵引效应减弱的情况下也开始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由此这些经济体

都出现了一种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拉动效应趋同的收敛现象。

表４　主要后工业大国金融危机前后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拉动百分点 单位：％

国别
金融危机前（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 金融危机后（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国内循环拉动 国际循环拉动 国内循环拉动 国际循环拉动

美国 ２．７７０ ０．２６０ １．９７０ ０．２７０

英国 ２．２００ ０．４２０ １．５００ ０．５７０

法国 １．５７０ ０．５９０ ０．８４０ ０．５４０

德国 ０．４８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６０ １．０１０

日本 －０．１３０ １．０１０ ０．６６０ ０．７３０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二）后工业化大国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类别分析

在后工业化大国中，美国由于拥有较强的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因而在后工业化时代经

济增长表现要好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笔者进一步通过对４５个行业进行归并分类，分析１６大类国内
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由于行业划分较细、行业带动作用较小的原因，故采用经济增长千

分点的形式，见表５。
几乎美国的所有行业的国内循环对增长的带动作用均强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但真正能拉开增长

差距的还是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建筑房地产类和金融类。在农业食品类、重化工产品类、电子产品

类、电气机械设备类、交通运输设备类等物质消耗部门，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要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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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但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后工业化时代，物质消耗

型需求比重大幅下降。同时，这些国家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最明显的类别都是人力资本积累服务

类，美国年均拉动６４１个千分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也分别拉动６０４、４５６、２８３和３５８个千分
点，美国与德国在这个行业的差距也高达３５８个千分点，成为从需求端考量美国经济增长绩效明显
优于德国的主要因素。此外，美国建筑房地产类、金融类和信息技术服务类的国内循环也明显强于其

他发达经济体，英国、法国在这些行业的国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也要强于德国和日本。

表５　主要国家国内循环年均拉动经济增长的千分点（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 单位：‰

最终需求类别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农业和食品类 ０．４６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０ －０．５２０

纺织服装类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０ －０．５４０

重化工产品类 ０．５９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０

电子产品类 ０．２９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７０

电气和机械设备类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０ ０．０６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００

交通运输设备类 ０．２２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０

批发零售类 ２．１３０ ２．０７０ ０．６８０ ０．３７０ －１．４６０

交通运输类 ０．６１０ ０．６８０ ０．４００ ０．１２０ ０．２５０

水电燃气类 ０．３５０ ０．６７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６０

住宿餐饮类 ０．７４０ ０．６００ ０．４２０ ０．２１０ －０．４７０

信息技术服务类 １．６７０ １．１４０ ０．８００ ０．８２０ ０．７５０

建筑房地产类 ４．２５０ ２．６６０ ２．９７０ １．５８０ ０．６３０

金融类 ２．５８０ １．１９０ ０．５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６３０

人力资本积累服务类 ６．４１０ ６．０４０ ４．５６０ ２．８３０ ３．５８０

公共管理类 ２．０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６１０ ０．１４０

其他服务类 ０．４００ ０．６１０ ０．２３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６０

　　注：笔者根据全球投入产出表计算而得。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增加值分解的方法，结合 ＯＥＣＤ、ＡＤＢ、ＷＩＯＤ和 ＷＩＯＤ历史数据等数据库，在对国内国
际循环创造增加值比例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内国际循环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测算，得

到以下结论：

一是中国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在结构上经历了 Ｕ型变化。中国 ＧＤＰ国内循环的比例从改革开放
前的９５％以上逐渐下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７２％左右，近年来又稳步提升至８５％。同时，中国国际
循环创造增加值占全球国际循环的比重也从２２５％大幅攀升至１１５４％，甚至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国际大循环扩张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对国际大循环的贡献仍在不断提升。

二是中国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在动力上也经历了 Ｕ型变化。利用 ＯＥＣＤ数据测算发现，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年，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为 ８１４％和 １８６％，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两者变化为
６９６％和３０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进一步变化为８８０％和１２０％。纯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最为稳定，其次是纯国内投资，而国际循环的稳定性较差。从行业类别看，诱发结构 Ｕ型变化的行业
动因主要是在制造业部门。在国内循环逐渐主导的过程中，这些物质消耗部门对增长的拉动作用逐

渐减弱，国内人力资本积累型服务对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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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后工业化大国中，国内循环带动作用占据主导是美国和中国长期增长绩效明显优于其他

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国内大循环中，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房地产、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对

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明显，为美国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保证。

相应的政策建议有三点。一是更加注重从动能角度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克服静态思维和存量视

角的局限，坚决避免把国内循环占比高一点、国际循环占比低一点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效果评估

的落脚点，国内国际循环占比是以我为主、市场决定、效益优先、兼顾安全的结果，短期的波动不能说

明新发展格局的走向。必须坚持增长带动的衡量标准，从有益于稳定经济增长和提高发展质量的角

度权衡国内国际循环关系。

二是更加注重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要更深刻地认识“大国经济的优势是内

部可循环”的重要内涵，坚决摒弃自我隔绝、主动封闭等错误认识，中国应改变过去的一整套以出口导

向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逐步转向让城市化带动人力资本积累型服务业发展的国内大循环政策体系。

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消除市场分割、扩大中产规模、优化产业关联等结构性改革，提升市场规模、提

振有效需求。

三是更加注重提升国内循环主导国际循环的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最终是要形成参与国际竞争

的新优势，中国的制造业产能不可能在国内全部消化，服务业产能也不可能在国内有全部需求，必须

依靠国际大循环。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更充分地利用消费中心、生产基地、市场枢纽、

创新高地等优势，对外部循环形成强大引力场，提升相机抉择的战略应对能力。

参考文献：

［１］韩文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１２－１０．
［２］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１）：９－１６．
［３］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Ｊ］．管理世界，

２０２１，（１）：１－１９．
［４］陈雨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金融改革发展［Ｊ］．中国金融，２０２０，（１）：１９－２１．
［５］余永定．双循环和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Ｊ］．新金融，２０２１，（１）：６－１０．
［６］张铭慎，陆江源，曹玉瑾．中国经济双循环关系演进、质量提升与未来取向［Ｊ］．全球化，２０２２，（５）：８０－

８９，１３４．
［７］黄群慧，倪红福．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测度分析———兼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Ｊ］．管理世

界，２０２１，（１２）：４０－５８．
［８］陈昌兵．中国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再测算［Ｊ］．经济纵横，２０２１，（９）：１７－２４．
［９］杨盼盼，崔晓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比较与启示［Ｊ］．开放导报，２０２１，（１）：５１－６０．
［１０］陆江源．从价值创造角度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Ｊ］．当代经济管理，２０２０，（１２）：８－１５．
［１１］Ｊｏｈｎｓｏｎ，Ｒ．Ｃ．，Ｇ．Ｎｏｇｕｅｒａ．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２，８６（２）：２２４－２３６．
［１２］ＫｏｏｐｍａｎＲ，ＷａｎｇＺ，ＷｅｉＳＪ．Ｔｒａｃ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Ｇｒｏｓ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１０４（２）：４５９－９４．
［１３］ＷａｎｇＺ，ＷｅｉＳＪ，ＺｈｕＫ．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Ｓｅ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ｓ［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１４］ＷａｎｇＺ，ＷｅｉＳＪ，ＹｕＸ，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ｙｃｌｅｓ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１５］倪红福，龚六堂，夏杰长．生产分割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生产阶段数的考察［Ｊ］．管理世

界，２０１６，（４）：１０－２３，１８７．
［１６］陆江源，相伟，谷宇辰．“双循环”理论综合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实践［Ｊ］．财贸经济，２０２２，（２）：５４－６７．

·２１·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１７］ＳｏｌｏｗＲＭ．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５７，３９（３）：３１２－３２０．

［１８］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１９５２－１９９８［Ｊ］．世界经济文汇，２００３，（２）：１７－２４．
［１９］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１９７９—２００４［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５，（６）：５１－６０．
［２０］王小鲁，樊纲，刘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１）：４－１６．
［２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１１）：

４－１７，７５．
［２２］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Ｊ］．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１１）：４－１９．
［２３］陆江源，张平，袁富华，傅春杨．结构演进、诱致失灵与效率补偿［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９）：４－１９．
［２４］王直，魏尚进，祝坤福．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９）：１０８－１２７，２０５－２０６．
责任编辑、校对：张友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ＸＵＥＣｕｎ１，ＬＵ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２，ＺＨＡＮＧＭｉｎｇ－ｓｈｅｎ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ｉｓａｍａｊｏ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ｏｗ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ｉｓｓｕ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
ＯＥＣ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ｂｌｅ（１９９５－２０１８），ａｎ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ｓｔｈｅＷＩＯＤ（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ａｎｄＡＤＢ（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Ｏ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ｄａｔａ（１９６５－２０００）ｔｏ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ｔｈｅ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ｃ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ｅｍａｄ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ｒｅｅｍａｊｏ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ａｄ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ｆｒｏｍ１９６５ｔｏ２０２０，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ＧＤＰ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ａＵ－ｓｈａｐｅｄｃｈａｎｇｅ，ｗｈｉｃｈｒｅｄｕｃｅｄｇｒａｄ
ｕ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９５％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ｔｏａｂｏｕｔ７２％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ｔ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ｏ８５％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ｆｒｏｍ１９９６ｔｏ
２００１，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ｗｅｒｅ８１．
４％ ａｎｄ１８．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ｒｏｍ２００２ｔｏ２００８，ｔｈｅｒａｔｅｓ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ｏ６９．６％ ａｎｄ３０．４％，ａｎｄ
ｆｒｏｍ２０１０ｔｏ２０１８，ｔｈｅｒａｔｅ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ｄｔｏ８８．０％ ａｎｄ１２．０％．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ｉｒｄｌｙ，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ｐｏｓ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Ｆｒａ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ａｖｅａ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ｒｉｖ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３１·

　薛村，陆江源，张铭慎：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研究


